
明末的诗学反思与学风转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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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明末文人继承了明人一贯的文学反思意识，他们通过对七子派、公安派、竞陵派诸家诗论的反思，深刻认 

识到文学及诗学的鄙陋源于空疏不学。他们认为，上述三家的“废学”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自身学问的粗 

疏，二是表露出拒绝或忽视“学”的倾向，或是否认学问对于诗歌创作的积极意义，或是由于表述方式的欠缺，忽 

略了学养的意义，后者对诗学的影响尤为明显。有鉴于此，他们普遍批判空疏不学的错误倾向，强调“学”之于 

文学、诗学的重要意义。诗学反思与对科举、王学的反思异曲同工，共同凸显了“学”的价值，从而使当日的学风 

崭然一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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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时代文学与诗学的发展总是建立在对前 

代遗产的继承与超越之上，故而，对先前已有充分 

发展的文学创作潮流或主张进行系统的总结，尤 

其是对其弊端的认真反思，就成为每一接续者的 

必备功课，新的文学创作潮流往往由此孕育，新的 

文学主张也每每就此发端。论及明清之际的诗学 

发展时，学人充分注意到清初士人对于明代文学、 

诗学的弊端进行了系统反思，并通过此一过程开 

创了清代文学、诗学的新局面，蒋寅认为“通过清 

算明代诗学的流弊，清人愈益明确了自己的理论 

目标。清初诗歌观念的重建，正是对症下药、在反 

拨明代诗学的基础上完成的” 1 J。清初诗学固然 

别开新天，但许多工作并非由清初人肇始，黄宗 

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人横跨两个时代，虽说他们 

的不少观点人清后方形诸文字，但若追根溯源，不 

少思考早在明末就已萌发，渗透着他们身处明末 

文学、诗学环境中的独特体验。 

一

、明人的文学反思意识 

一 代文学经过长时期的发展，名家辈出，流派 

纷呈，自会有人对其发展、演变史进行梳理和评 

判。自易代之际以来，对明代诗文进行总结的工 

作便代不乏人，其中具有重要意义、并且奠定了此 

后认识模式的当推钱谦益、黄宗羲、朱彝尊、四库 

馆臣等人，详考诸家的种种论述，不难发现某种共 

同的倾向。如钱牧斋云： 

中郎之论 出，王、李之云雾一扫，天下之文人 

才士始知疏渝心灵，搜剔慧性，以荡涤摹拟涂泽之 

病，其功伟矣。机锋侧 出，矫枉过正，于是狂警交 

扇，鄙俚公行，雅故灭裂，风华扫地。竞陵代起，以 

凄清幽独矫之，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。[ ]‘ · I5 。 

而朱彝尊则如此描述他对明代诗歌发展史的 

理解： 

明三百年诗凡屡变，洪、永诸家称极盛，微嫌 

尚沿元习，迨“宣德十子”一 变而为晚唐 ，成化诸公 

再变而为宋，弘、正间，三变而为盛唐，嘉靖初，八 

才子四变而为初唐，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，至七 

才子已六变矣。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、陆，所趋卑 

下，竞陵八变而枯槁幽冥，风雅扫地矣。 ‘ 

又《明史 ·文苑传》云： 

自宏道矫王、李诗之弊，倡以清真，惺复矫其 

弊 ，变为幽深孤峭。[4](P．7399) 

至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可谓集大成，《御定四朝 

诗》提要云： 

明诗总杂，门户多岐。约而论之，高启诸人为 

极盛。洪熙、宣德以后，体参台阁，风雅渐微。李 

东阳稍稍振之，而北地、信阳已崛起与争，诗体遂 

变。后再变而公安，三变而竞陵。[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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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诗综》提要则论之更详，云： 

明之诗派，始终三变。洪武开国之初，人心浑 

朴，一洗元季之绮靡，作者各抒所长，无门户异同 

之见。永乐以迄弘治，沿三杨台阁之体，务以舂容 

和雅，歌咏太平，其弊也冗沓肤廓，万喙一音，形模 

徒具，兴象不存。是以正德、嘉靖、隆庆之间，李梦 

阳、何景明等崛起于前，李攀龙，王世贞等奋发于 

后，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。 

天下响应，文体一新。七子之名，遂竞夺长沙之坛 

坫。渐久而摹拟剽窃，百弊俱生，厌故趋新，别开 

蹊径。万历以后，公安倡纤诡之音，竞陵标幽冷之 

趣，么弦侧调，嘈瓒争鸣。佻巧荡乎人心，哀思关 

乎国运，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。大抵二百七十年 

中，主盟者递相盛衰，偏袒者相互左右。[ ]‘ ) 

上述诸家对于具体流派、诗人、诗作的评价颇 

有差异，学者论之已详，但就其思考方式而言，却 

无不将 明代诗文 的发 展史描述为 “矫 弊循 环 

论”-6 J，即后一派的兴起往往是缘于矫正前一派的 

弊病。今人多半因袭了这一理解模式，或是着眼 

于其中的“对立”，将明代文学、诗学的发展史描述 

为台阁、茶陵、七子、唐宋、公安、竟陵等派的斗争 

史，有些时候则根据其诗论倾向径直归纳为“复 

古——革新”演变史，进而批评明人党同伐异、互 

相攻击；又或者着眼于“矫弊”，淡化各流派间的对 

立色彩，强调其观点内在的“互补”。这两种理解 

方式自然都难免有所不足，故而有学者倡议“突破 

钱、朱批评的理论，⋯⋯更多地关注明清诗文的创 

作和复杂的文坛现象” J。此论有极大的开示意 

义，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定了“矫弊”说的价值。 

“矫弊”模式的建构并非是钱谦益等人的独创，王 

世贞也曾有过类似描述，云： 

国初诸公承元习一变也，其才雄，其学博，其 

失冗而易。东里再变之，稍有则矣，旨则浅，质则 

薄。献吉三变之复古矣，其流弊蹈而使人厌。勉 

之诸公四变而六朝，其情辞丽矣，其失靡而浮。晋 

江诸公又变之为欧、曾，近实矣，其失衍而卑。故 

国初之业，潜溪为冠，乌伤称辅；台阁之体，东里辟 

源，长沙导流；先秦之则，北地反正，历下造玄；理 

学之逃，新建造基，晋江、毗陵藻挽；六朝之华，昌 

谷示委，勉之泛澜。[8]( ·培 ) 

考诸典籍，此种论调遍及有明一代，凡对诗史 

予以总结时无不沿袭了这一思路，就此可见时人 

认识的倾向性。再者，持“对立”说者为的是批评 

明代“霸道”的学风，此论偏颇处甚多，自应反省， 

笔者将有专文详论，此处暂付阙如；“互补”说强调 

复古、革新二者间的关联实是为了反拨当下推重 

革新、贬斥复古的观念 ，寻求理解明代文学发展的 

新线索，此中的积极意义不当忽视。此外，假如我 

们超越了上述两种视野，即不专门针对特殊流派 

或对象，亦不计较彼此的功过得失，而从一般的意 

义上来看的话，“矫弊”观念的出现正说明明人始 

终具备鲜明的反思意识，他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 

问题并积极予以调整。郭绍虞先生论王世贞称 

“他也正看到格调派的流弊，徒摹声响，不见才情， 

所以他要有些转变”[ ]( " ，说王世懋乃“格调派 

的转变者”[9]( ，胡应麟则是 “格调派的修正 

者”[91( 。̈具体观点或不无可商榷之处，但他揭 

示出的现象或倾向却非虚辞。公安派方面，激烈 

如中郎，晚岁思想日趋成熟之时，也对早年的偏激 

之论多有反思；至于小修更是以公安派修正者的 

面目出现，他对乃兄创作中的问题并不回避，并对 

能矫其兄之弊者大为赞赏，称“今之功中郎者，学 

其发抒性灵，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。有作始，自宜 

有末流；有末流，自宜有鼎革”[mj(P’ ，在他看来， 

兴衰相继，后人对前人的反思与超越本就是必然 

规律。当然，基于立场、视角等因素的制约，很多 

反思的力度尚远远不够，但这至少说明他们并非 
一 味盲从。 

明末文人无疑继承了这样一种传统，对既往 

的七子、公安、竞陵这三股文学潮流所产生的弊端 

进行了积极反思(涵盖针对对立面的批判、自我反 

思以及超越派系论者的检讨三个层面)，他们或是 

严厉批判七子的模拟、剽窃，或是强烈谴责钟、谭 

的幽眇峭独，他们认为，诸家阙失的表现特征虽然 

不一，究其根源，皆可归之于“空疏不学”。吴应箕 

认为王、李文章“千篇一律”、“生气索然”乃是因 

“其言于经术甚浅”[11](P．545)，其对公安、竞陵也有 

批驳，云： 

如近日某某方自谓其诗有性情，自予观之，直 

不成语而已，天下岂有 目未读一寸之书，胸中无十 

古人名姓，但用几虚字作一二聪明语，便日此见性 

灵之诗也，有是理哉?”[11](P．546) 

亦是标举学问之意义，钱牧斋则论之更苛，云 

“自近世之言诗者，以其幽眇峭独之指，文其单疏 

僻陋之学”[1 ]( 卿’，认为竞陵派所谓新风格的提 

倡只是掩饰自身“粗疏”的手段。时人对“诗”与 

“学”的联系多有认同，似成共识，如谢肇涮云： 
⋯ ⋯ 不知作诗如采花成蜜，酿蘖为酒，胸 中无 

万卷书，咀嚼酝酿，安能含万象于笔端，罗千古于 

目前?故未有不明经、不读史、不博古、不通今而 



182 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2015年第6期 

能矢口成章者，皮肤影响，终非实际。[ ]( 。 。。) 

从“学”的思路出发，他们对七子、公安、竞陵 

诸家的诗学流弊予以了深刻检讨，进而促成了明 

末学风的转变，并为其后诗学的发展开创了新局 

面。 

二、诗学空疏的表现及反思 

详考七子、公安、竟陵诸家的创作与理论，确 

有失学、废学的倾向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所谓的 

“不学”需区分创作的空疏与诗学的鄙陋两个层 

面，虽说这两种情况彼此联系，效果或影响却稍有 

不同。创作中的疏陋，如钱谦益批评“献吉之诗 

文，引据唐以前书，纰缪挂漏，不一而足”[14](P．312)， 

又或如顾亭林批评《诗归》“尤为妄诞”，并一一摘 

书中改字之例，“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，岂非小人 

而无忌惮者哉 ]( 埘 此类问题系由诗人读书 

粗疏、学问鄙陋造成。 

至若诗学之鄙陋，虽与诗人 自身学问的粗疏 

紧密相连，但它却不是表现为对知识、典故的无知 

或误解，更多的是“识”出现了巨大偏差，呈现出一 

种忽视或拒绝“学”的倾向。因对“学”理解之不 

同，诸家立论颇有歧异，个中是非得失亦需分殊。 

所谓“学”，首先可作“学问”解，在不少文人看来， 

学问与诗文存在较大的歧异，学问的介入将会影 

响诗歌的创作水平。如李攀龙有“视古修辞，宁失 

诸理”[16](P．394)之说，公安派的先导李贽云“学者既 

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” 1 ％’，袁宏道则称 

“夫趣得之 自然者深，得之学问者浅”[ ] ·螂 ，而 

竟陵派提倡“真诗”，其实质显然“也是一种妙悟 

说，而把它更缩小在狭窄的境界内，与‘诗有才，非 

关学也’的说法，并无异致”[1 9]【P·184)。以上诸家所 

理解的学问亦有多种内涵，李攀龙所谓“学”系指 

理学，他出于对唐宋派论文道学气太重，“动伤气 

格，惮于修辞，理胜相掩”，以致于有“重道轻文”的 

倾向，才发出此等论调；卓吾所谓“学”亦系指理学 

而言，不过他对“理学”的反对原因与于鳞不同，主 

要针对的是当时道学的虚伪，受此蒙蔽，“发而为 

言语，则言语不由衷；见而为政事，则政事无根柢； 

著而为文辞，则文辞不能达”_1 ]( 粥 。此二者就其 

初衷而言确实具有一定的正当性，但都不免“矫枉 

过正”，预设了一定的理论漏洞。陈平原指出，公 

安派“批评前后七子将‘学问’与‘言语 ’分离因而 

无法自立，却是击中要害。⋯⋯将一个文学运动 

限制在‘法式’层面，并与思想、学说完全隔绝，其 

命运可想而知”，因为“模仿秦汉之文，而又不愿涉 

及诸子百家丰富而且深邃的思想学说，所谓‘复 

古’便只剩下雕琢词句了” ]( 。袁宗道在反 

思七子模拟之弊时就已然表达过类似意思，云“然 

其病源，则不在模拟，而在无识。⋯⋯故学者诚能 

从学 生 理，从 理 生 文，虽 驱 之 使 模，不 可得 

矣’’[21](P．2s5)。 

所谓“学”还可指前代的文学积累。诚如我们 

所知，后代文学都是对前人遗产的继承与超越，对 

前人的模仿本就是创作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。而 

中郎前期的诗论则基于反七子的立场透露出无视 

传统的倾向，拒绝对前人的学习与模仿，宣扬“不 

拘格套，独抒性灵”，这一观点虽有其现实性与针 

对性，却也的确造成了极大的弊端，牧斋云“驯至 

于今，人自为学，家自为师，以鄙俚为平易，以杜撰 

为新奇，如见鬼物，如听鸟语”[1 ](P舢 ，自然要在 

深刻反思中予以修正。 

公安派崇尚“独抒性灵、不拘格套”，自然对 

“学养”颇不以为然(后期转变则是另一个问题)； 

就七子派而言，李攀龙虽有“宁失诸理”之说，流露 

的也只是对道学的不满，却并没有忽视学养的意 

义。虽说时人及今人多批评他们“空疏不学”，但 

他们的学识以及对“学”的重视却并非像今人描述 

的那么不堪，王世贞这样的博学巨子且不论，即使 

是李攀龙，王世贞云： 

于麟拟古乐府，无一字一句不精美，然不堪与 

古乐府并看，看则似临摹帖耳。五言古，出西京、 

建安者，酷得风神，大抵其体不宜多作，多不足以 

尽变，而嫌于袭。[ 

这里虽是批评他对西京、建安的效法未能臻 

至拟议而变化的高度，但“临摹帖”、“袭”说明于 

鳞对古乐府及西京、建安诗的理解确有一定的造 

诣。黄宗羲对七子的空疏多有批评，但也有回护 

之辞，称“攻北地、太仓者，亦曾有北地、太仓之学 

问乎?”[ ]( 对七子的学识尚有所肯定。七子派 

的文学纲领被概括为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，他们 

对于自己所推崇的对象必然要有深入、系统的研 

习、体悟。 

七子派诸子未必学识不佳，一应见解亦是出 

于涵咏前贤典籍所得，在此引导下断不至沦落为 

“空疏不学”，但现实却是“单竦僻陋”，原因即在 

于建立在一定学养基础上的诗学理论因其表述方 

式和接受效果而客观上造成了“废学”的倾向。万 

历中期以来，其后学就已有所反思，并进行了广泛 

的探讨。如胡应麟云： 

明兴，庆阳李氏崛起八代之衰，希踪三古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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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经秦纬汉，出宋入唐，⋯⋯拟议之则滞焉弗镕， 

采蓄之程隘焉弗广，两都而外，诵法靡征，六季以 

还，见闻旋废，以致缘情者病其剽放，多识者陋其 

拘挛。[24]( ·她 

又如屠隆称： 

李、何从宋元后，锐志复古，可谓再造乾坤手 

段。近代 后 生慕效之，涉猎 西京，优 孟 《左》、 

《史》，不读古人之全书，不识文章之变化，亦李、何 

启之也。[ 

七子派论诗主要标举汉魏晋盛唐，其中固然 

有个人偏好的因素，然而汉魏晋盛唐确系诗歌创 

作的典范，且这种典范意识的确立是建立在广泛 

的研读、辨析基础上，七子派诸子就曾“经秦纬汉， 

出宋入唐”，严羽固然称“夫学诗者以识为主：入门 

须正，立志须高；以汉魏晋盛唐为师，不作天宝以 

下人物”_26】(P·̈，但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，有赖于 

依次取汉魏诗、晋宋诗、南北朝诗、沈宋王杨卢骆 

陈拾遗诗、开元天宝诸家诗、李杜二公诗、大历十 

才子诗、元和诗、晚唐诸家诗、苏黄以下诸家诗熟 

参，“真是真非，有不能隐者”_26]( 11)。换言之，提 

倡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是建立在深厚学识的基 

础上，也必须具备足够的学识才能领悟其真谛。 

但在所谓的“文学主张”里，却未曾融摄这“熟参妙 

悟”的必备过程，推崇的典范固然优秀，但仅仅拘 

泥于狭隘的对象本身却无法完全领悟其魅力，所 

谓“不读古人之全书，不识文章之变化”。李维桢 

多次强调学习前人要善于甄别 ，他对《顾李批评唐 

音序》一书大为赞赏，原因就在于： 

今观是编，而唐人之所从入，与其格之分初盛 

中晚，献吉之所以能为唐诗与其不合于唐诗者，其 

大致可窥也 已。[27]( 埘) 

没有广泛的阅读以及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行 

的比较 ，根本无法找到“靠近”典范的途径，所谓的 

“学古”终究将沦为“泥古”、“摹古”，通过“窃取” 

古人的字句、用典、音律、法式来获得所谓的古人 

面貌，形成字模句袭、千人一面的状况。 

上述诸家已然对七子派诗学纲领的狭隘及流 

弊多有警醒，王世懋也意识到了这一层面的问题， 

且论之更详，并明确凸显“学养”来完善格调论诗 

学主张的不足。其云： 

今世五尺之童，才拈声律，便能薄弃晚唐，自 

傅初盛，有称大历以下，色便赧然。然使诵其诗， 

果为初邪、盛邪、中邪、晚邪?大都取法固当上宗， 

论诗亦莫轻道。诗必自运，而后可以辨体；诗必成 

家，而后可以言格。晚唐诗人，如温庭筠之才，许 

浑之致，见 岂五尺之童下 ，直风会使然耳。览者悲 

其衰运可也。故予谓今之作者，但须真才实学，本 

性求情，且莫理论格调。[28](P．779-780) 

按照王世懋的见解，想要实现格调派的诗学 

理想，关键在两个方面，一是真情实感，二是真才 

实学 ，这二者本是七子派诗学的题中之义，却因种 

种因素而被忽略，故而他才要大力表彰。明末诸 

人或许不能认同七子派的“格调论”主张，但他们 

对七子派的反思却大体沿袭了上述思路。如钱谦 

益对七子攻之甚烈，多处以“俗学”视之，但他并非 

只是针对具体的人事，更多的在于他看到了七子 

派文学主张，即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、“不读唐以 

后书”等观点产生的流弊，其云： 

夫今世学者，师法之不古，盖已久矣。经义之 

敝，流而为帖括；道学之弊，流而为语录。是二者， 

源流不同，皆所谓俗学也。俗学之弊，能使人穷经 

而不知经，学古而不知古，穷老尽气。盘旋于章句 

占毕之中，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。弘治中学者，以 

司马、杜氏为宗，以不读唐后书相夸诩为能事。夫 

司马、杜氏之学，固有从来。不溯其所从来，而骄 

语司马、杜氏，唐以后 岂遂无司马、杜氏哉?务华 

绝根，数典而忘其祖，彼之所谓复古者，盖亦与俗 

学相下上而已。[ ]( · 一 。 

俗学之“俗”，与学术之弊类似，时人仅仅阅读 
一 些简单的删割本，而未曾寻根溯源，系统、完整 

地研习经典，于古今学术之传承与流变缺少综合 

的认识，他们对古人的理解因缺少此一功夫，故往 

往只得皮毛而不识要领。通过完整地阅读、细致 

地比较，才能体悟最终的结论，而七子派的诗学主 

张却无形中舍弃了重要的经典涵养过程，即忽略 

了学养的重要意义，执着于一个空洞的口号，不免 

流于教条。郭绍虞曾批评严羽“他不拿这方法教 

人，而偏拿他所认为实证实悟 自家开辟的田地去 

教人，那是嚼饭喂人，便不合于禅了”[9] 。七 

子之失近于此。 

不唯牧斋，艾南英也有类似意见，其与陈子龙 

论文时云 ： 

及在舟中见足下谈古文，辄诋毁欧曾诸大家， 

而独株株 守一李于鳞、王元美之文，以为便足千 

古，其评品他文皆未当，不佞心窃叹足下少年，未 

尝细读古今人之书而颠倒是非，需之十年后足下 

学渐充、心渐 细，渐见古人 深处，必 当翻然悔 

悟 。[29]( ·2o4) 

在千子看来，卧子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，而这 
一 错误的造成就在于他简单地接受了七子派的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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颇主张，未曾全面、系统地研习前代典籍，因学识 

的不足导致了论断的错误。可以说，牧斋、千子的 

观点正是对七子派后学的强调与深化。由此亦可 

明证，所谓“晚明”思潮不可仅以“革新”视之，诸 

种矫正之方已然孕育并得以继承发展，终至成为 
一 时风尚。此外尚需注意的是，牧斋与七子、千子 

与卧子之间存在严重的观念对立。千子认为卧子 

“未尝细读古今人之书”，即学养不足，因而才会信 

奉七子的主张，若果真笃学而有识，自会发觉七子 

之非而转向。牧斋也认为但能读书反思，便能发 

现七子的谬误。牧斋、千子对七子“不读古人之全 

书”的批评甚为有见，但他们的上述结论，看似言 

之凿凿，却带有很强的主观性。七子诗学观念之 

形成，也系得自于他们对经典之涵养，只是彼此立 

场对立，所学虽同，所得有异。陈子龙并非不学之 

人，纵是不学之人，一番穷究，也未必就能赞同牧 

斋或者千子的主张。但问题在于，此时的文坛“学 

诗者，知空同、元美而已矣。其哆口称汉、魏，称盛 

唐者，知空同、元美之汉、魏、盛唐而已矣⋯⋯学者 

冥行倒植，不见 日月”[挖]( ，甚而“后生小子不 

必读书，不必作文，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，每遇应 

酬，顷刻裁割，便可成篇，骤读之，无不辞华浓丽， 

绚烂夺目，细按之，一口口耳”[29]‘ m)，对于“学”， 

或者说得明确一点，对学养、学识的淡忘已到触 目 

惊心的地步。千子对卧子的批评未必完全妥当， 

但他强调“细读古人之书”却有相当的现实意义。 

同样的，时人未必都认同牧斋的观点，但他至少倡 

导了一种意识：读全书，重自得。这既促进了“学” 

之价值的彰显，对于改造其时的学风、文风也大有 

裨益。 

三、学风之新貌 

明末学人通过系统的诗学反思，迫切想要扭 

转“不读书”，尤其是“不读古人之全书”的陋习， 

与此相呼应，时人积极倡导改善学术风气、调整治 

学方法，概而言之，以下三点颇值重视。 
一 为博与全。时人一反不读全书之陋习，在 

学术积累过程中注重博观泛览。如陈子龙，夏允 

彝称“其学自经、史、百家言无不窥；其才自骚、赋、 

诗歌、古文词以下，迨博士业，无不精造而横 

出”[。。]‘ )，此语不无过誉之嫌，但卧子在求学过 

程中确曾多方取益，据其自撰年谱称： 

(万历四十六年戊午)先君至慈爱，每夜分，则 

引予称述古今贤豪将相，以至游侠奇怪之事；并教 

以《春秋三传》、《庄》、《列》、《管》、《韩》、《战国》 

短长之 书，意气差广矣。[30]‘ ·虬 

又云 ： 

(万历四十七年己未)是岁，⋯⋯始专治举子 

业，兼通《三礼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诸书。秋，先君从京 

师归，益励以古学。_301( 蚍 

又有黄淳耀亦称： 

生平厌薄陈言，独好泛观古人之书，盖尝求义 

理于六艺，求事迹于二十一史，求万物之情状于骚 

赋诗 歌，求载 道 之 器 于 汉 唐 宋 数 十 家之 文 

章。 。 

但有所警省的毕竟只是少数，陈子龙虽有多 

方取益的求学经历，但“今世无诵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 

者，有之惟陈卧子，盖其父学也”『3 ] · 。文坛的 

整体形势仍呈恶化趋势，前引钱谦益等人语即是 

明证；加之现实形势日益危殆，在经世意识的推动 

之下，相关士人在 自觉践行博学多闻原则的同时， 

试图集合同道，将“通经学古”营造为普遍的社会 

思潮，从根本上扭转颓败的局面。譬如张溥，其著 

述囊括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个中除所谓的学术著述 

外，大都是整理编订的作品，如经部的合纂、史部 

的两种纪事本末，集部的自先秦至元的文选等等， 

为的是提供相关领域内具有典范性的作品，便于 

学人观摩、效仿，并藉由编辑活动中的全面、丰富 

旨趣向时人灌输博观、泛览的理念，由此可见张溥 

作为新风气推动者所做出的积极努力。如果说以 

前“博”只是一种 自觉，如今则要推广为一种风气 

与方法。 

受此风气的影响，文学领域内的编辑活动也 

有所改观。推行某种主张或理念的最普遍也最有 

效的方式莫过于选本；同样的，选本也是反映风气 

转变的最明显的证据。查清华研究发现“明初期 

高榛的《唐诗品汇》虽然宗主盛唐，但立足于备一 

代之制作。进入前后七子时期，除少数几个选本 

略具一代规模外，大多都选某一段时期，又以初、 

盛唐为最，晚唐更是很少涉及”，而自万历后期以 

来，随着“博观”意识的 日益深入，选诗也具有了 

“求全备”的意图 ] · 。一方面，中、晚唐诗歌 

选本大量出现，如朱之蕃编《中唐十二家诗》、《晚 

唐十二家诗》、李之桢编《唐诗十家集》、姜重生辑 

《唐中晚名家诗集》、刘云份编《中晚唐诗》、龚贤 

编《中晚唐诗纪》等，弥补了过往诗歌选本多以盛 

唐为主的不足。此外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断代唐诗 

选集，如胡震亨编《唐音统签》，分为十集，收诗数 

万，将全唐三百年诗次为一编；又如范油、茅元仪 

编《全唐诗》一千二百卷，试图将有唐一代的诗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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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罗殆尽。“求全备”的意识更多表现在通代诗歌 

选本的编选上。如钟惺、谭元春编《诗归》(包含 

《古诗归》与《唐诗归》)，是书凡古诗十五卷，唐诗 

三十六卷；又如陆时雍编选《古诗镜》三十六卷， 

《唐诗镜》五十四卷，收录自汉魏以迄晚唐之诗；个 

中翘楚自推曹学俭所编《石仓历代诗选》，计五百 

零六卷，选诗范围上起古初 ，下讫于明，蔚为大观。 

至于文章选本同样贯彻了这一“求全备”的意图， 

如梅鼎祚编纂有《八代文选》，共计三百余卷，四库 

馆臣云是书“上起古初，下穷八代，旁搜博采，旧合 

成 编，使 唐 以前 之 文 章 源 委 相 承，粲 然 可 

考”[5](P．2652)。又有陈仁锡先后编纂《古文奇赏》二 

十二卷、《续古文奇赏》三十四卷、《奇赏斋广文苑 

英华》二十六卷、《四续古文奇赏》五十三卷、《明 

文奇赏》四十卷，比较全面地收录了先秦至明代的 

文章。自然还要提及张溥的《汉魏六朝一百三家 

集》，是书一百十八卷，四库馆臣虽批评这部书“编 

录亦往往无法，考证亦往往未明”，却肯定其保存 

文献之功，云“然州分部居，以文隶人，以人隶代， 

使唐以前作者遗篇，一一略见其梗概” ]‘ 。 。 

二为博与通。时人积极强调博观泛览是文学 

研究与批评基本的原则，并认为只有在通盘考察 

的基础上获得的整体性认识才是合理并可靠的。 

冯复京有感于“凡今之人，守琅琊之《卮言》，尊新 

宁之《品汇》，习北海之《诗纪》，信济南之《删选》， 

谓子美没而天下无诗”之论，于是用“一生 目力”， 

写成《说诗补遗》一书。具体的写作原则或方法即 

是 “历 观 唐 人 诸 集 ”，兼 及 汉、魏、六 朝 之 

作o EI3~(P．3963 许学夷论及作诗之法，也称“学者闻见 

广博，则识见精深，苟能于《三百篇》而下一一参 

究，并取前人议论一一j}；由绎，则正变 自分、高下 自 

见矣”[34](P．313)。所谓“一一参究”与“一一细绎”， 

强调的是对前代的文学遗产要有全盘的勘察和细 

致的辨析，从而获得深刻的理解与认识，他在写作 

《诗源辩体》一书时就曾“《三百篇》而下，博访古 

今作者凡若干人，诗凡数千卷，搜阅探讨”_3 ¨， 

故而他在对前代文学的研究中，特别强调要有“全 

局”观，每每言及“全集”，如： 

即李杜全集，瑕疵莫掩，况他人乎? 

于鳞似宗雅正，而实多谬戾，学者苟不睹诸家 

全集，不免终为所误耳。 

二家之诗，前 贤多未发明，其全集人未有竞 

读，怪癖者全篇既不可编入，而摘句又不容多，则 

人终不能知 宋人之极 变也 。 

韩才智本胜欧，但以全集观，则韩太莽苍，欧 

入录较多而警觉稍逊，然不免步武退之。 

宋人七言律对着意变唐，然亦有 自得之趣。 

惟介甫大多晚唐僻调，而恶句复多，又用事无虚 

句，可谓事障，以全集观，乃见。 

故予论古人诗，即予所录有足证者，论国朝 

诗，非全集不足以为证也。 

国朝先辈取法初、盛，然视其全集，往往玷缺， 

多不足观。 

从“全集”的角度看问题，最直接的益处在于 

我们可以获得对对象的全面认识，或是发现某些 

被我们忽略的现象，或是纠正某些偏颇的论断，从 

而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，这一切都只 

有“以全集观，乃见”。但强调“全”或“博”根本的 

是为了对历来文学的发展获得全面的认识与深刻 

的感受，前文已然提及，七子诗学之弊更多的不是 

表现为“废学”，而是忽略了理论表述所依托的深 

厚学养，因没有通盘的考量而缺乏深刻的认识，钱 

谦益斥七子为“俗学”时，曾有如此疑问： 

弘治中学者，以司马、杜氏为宗，以不读唐后 

书相夸诩为能事。夫司马、杜氏之学，固有从来。 

不溯其所从来，而骄语 司马、杜氏，唐以后 岂遂无 

司马、杜氏哉?-l2]( ) 

依照钱谦益们的理解，历代文学处于先后相 

继的发展脉络中，有源(即六经)有流 (即各代文 

学)，有因有创，有经验也有教训，故而凡作诗者， 

第一要务即在于通读前代遗产，认识历代文学的 

发展历程，明晰其利弊得失，从而为自己的文学创 

作奠定基础并明确方向。许学夷称其作《诗源辩 

体》“自谓有功于诗道者六”，第一条就是“论《三 

百篇》以至晚唐，而先述其源流，序其正变”，因为 

“诗自《三百篇》以迄于唐，其源流可寻而正变可考 

也。学者审其源流，识其正变，始可与言诗矣”。 

三为博与自得。博观固然能够获得对“文学” 

传统的深刻体认，但光有“博”的意识尚不够，许学 

夷特别强调了“识”的意义，其云： 

学者以识为主，造诣 日深，则识见益广矣。今 

或有为古人所恐者，有为盛名所恐者，有为豪纵所 

恐者，有为诡诞所恐者，皆造诣不深，而识见不广 

故也。如初、盛唐诸公 ，已自妍媸 不同，大历而后 ， 

益多庸劣，今例以古人之诗而不敢议，此为古人所 

恐也。如李献吉律诗，入选者诚足上配古人，其余 

卤莽多不足观，今但以献吉之诗而不敢议，此为盛 

名所恐也。至若才力豪纵者，顷刻千言，漫无纪 

律，资性诡诞者，怪险蹶起，而蹊径转纡，初 学观 

之，震心眩 目，倪首受屈，此为豪纵、诡诞所恐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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苟造诣 日深，识 见益广，则精粗 自分，好 丑 自 

别。[ ) 

博观是为了强调有所发现，但这一发现必须 

建立在自我思考的基础上，若如“为古人所恐者” 
一 般，依附于他人墙角之下，不懂得勤学多思，确 

立自己的一己之见，所谓的博观泛览也无法获得 

应有的价值。 

对“自得”的强调，既是理论本身的内在需求， 

更多地则是针对当 日的现实问题而发。因时人 

“不读书”或“不读全书”，有识之士才有“博观”之 

提倡，但这种“博观”往往流于形式，缺少“一一究 

心”的细致涵养，渊博的知识成了炫耀的资本，取 

材的广阔更助长了剽窃习气，罗万藻云： 

戊辰以来，天下慕为经术深右之文，然而剽掇 

杜撰，其端百出，所谓伪经伪子，入于文字者 日 

口。[ 422) 

艾南英论及作文之法时，特别提到了归有光， 

石 ： 

此老(震川)留心《史记》，摹神摹境，假道于 

欧，欧者，《史记》之嫡子，而此老则欧之高足也。 

愿兄澄心静气，日取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反复读之，看 

古人所以为古人者何如，然后 日取韩、欧两集，看 

两公之所以摹古人者何如，然后泛及于宋、余诸 

公，则不待比拟而皆合矣，然后又泛及于国初诸 

公，又泛及于今日荆川、遵严、震川数公，然后以较 

王、李，真若一入芝兰之室，虽非古清庙明堂，而芳 

洁自在；一若入粪厕屠肆，腥秽扑鼻。[29]‘ 。n 

不唯“博”，更要在此过程中深入体味“古人所 

以为古人者何如”及“之所以摹古人者何如”，对于 

为文之法有根本的领悟。 

明末学风转型是多种因素推动下的产物，其 

影响亦遍及多个领域，就诗学而言，一方面，伴随 

学风转型，诗学势必要有所调整；另一方面，诗学 

领域内的变革，又进一步推动和强化了学风转型 

的进程，彼此影响，相得益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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